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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集聚如何影响了中国地方政府的
税收执法强度？
邓　明
内容提要：合理引导地方政府的税收执法行为是当前中国财税改革面临的重要任务。本文
通过构建一个关于地方政府税收执法强度的多阶段博弈模型，研究了税收竞争背景下的经
济集聚对于税收执法强度的影响，并基于 1998-2007 年的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建立动
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论文的理论假说。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不是依据
绝对的经济集聚水平、而是依据相对的经济集聚水平来征收集聚租；同时，不论是经济空
间上“相邻”地区还是行政空间上“相邻”地区的地方政府税收执法强度的提高，都会显
著提高本地区的政府税收执法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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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税收竞争理论源于 Tiebout（1956）的“用脚投票”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一个地区能够提供的公共产
品给定时，为吸引更多居民流入，应当尽量地降低该地区税负水平。但是，Oates（1972）对“用脚投票”
理论提出质疑，Oates 认为地方政府为吸引要素流入而降低税率会导致政府无法征收足够税收收入来供给
公共产品，最后致使公共产品供给不足。Zodrow & Mieskowski（1986）、Wilson（1986）等人的后续研究
藉此建立了标准的税收竞争模型，他们认为，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地方政府之间
为争夺要素流入而展开的税收竞争将导致均衡税率低于帕累托有效税率。
经典的税收竞争理论向我们展示了政府征税行为对于要素在地区间流动的影响，但是，随着地区分工
日益专业化，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随着地区经济集聚力的增强，
政府通过税收工具吸引要素流入的能力会相应减弱。因此，集聚经济使得政府可以对辖区内的要素征收
较高税率也不必担心要素流到其他地区，即政府可以对集聚经济征收集聚租（Brülhart et al.，2012）。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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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经验研究也证实了“集聚租”的存在（Devereux et al.，2007；Brülhart et al.，2012）。
然而，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几乎集中了所有税种的立法权、解释权、修订权，地方政
府所面临的名义税率是相同的（范子英和田彬彬，2016）。因此，地方政府无法像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
一样通过调整本地区税率进行税收竞争。然而，除了通过调整税率进行税收竞争，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
降低税收执法强度（tax enforcement）——如放松税收稽查力度——进行税收竞争，事实上，由于后者更
为隐蔽且更难被上级政府监督，因此在实际中更常被地方政府所采用（Cremer & Gahvari，1997）。中国
的税收法律体系并没有十分严密地限定各级政府的征税行为，再加上中央政府无法有效监督地方政府的
征税行为，这就致使地方政府的税收执法强度存在较大差异。这种政策空间使得中国的地方政府获得通
过降低税收执法强度来进行税收竞争的策略性工具（郭杰和李涛，2009；谢贞发和范子英，2015）。
至此，我们要分析的问题已经非常清晰：税收执法强度是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吸引要素流入、进行税
收竞争的策略性工具；而根据“集聚租”理论，集聚经济会对地方政府的征税行为产生影响。那么，经
济集聚是否会对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执法强度以及基于该工具的税收竞争产生影响？本文通过构建一个
简单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经济集聚对地方政府税收执法强度的影响，并结合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的企业微观数据和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数据检验了理论研究假说。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不是依据绝
对的经济集聚水平、而是依据相对的经济集聚水平来征收集聚租；同时，地方政府间的税收执法强度呈
现显著的地区间策略互动，不论是经济空间上“相邻”地区还是行政空间上“相邻”地区的地方政府税
收执法强度的提高，都会显著提高本地区的政府税收执法强度。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
本文的理论模型；第三部分对经验分析中的样本、模型和变量进行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其解释；
最后为本文的结束语。
二、理论模型
我们构建一个类似于 Haufler & Wooton（2010）的动态博弈模型来分析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而展开的
税收竞争。我们考察两个地方行政区 i∈{1，2}，每个地区有 li 个消费者，每个消费者无弹性地向生产部
门供给 1 单位劳动力来获得工资收入 w。每个地区有两个生产部门：一个是“地方化”生产部门，在一
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使用劳动力作为可变投入来生产同质产品 a；另一个生产部门在完全竞争的市
场环境中使用劳动力作为唯一的投入品生产计价商品（numeraire good）b。产品 a 在地区间的贸易成本为
τ；计价商品 b 在地区间的贸易成本为零。地区 1 和地区 2 的地方政府的目标是通过税收政策来吸引位于
第三地区的 n 个“地方化”生产部门企业到本地区来投资。假设中央政府设定的名义税率为 t，地区 i 地
方政府的税收执法强度为 ei，则该地区的实际税率为 tf（ei），其中，f（·）为过原点的单调递增函数。该
动态博弈模型的博弈过程如下：首先，每个地方政府决定其税收执法强度 ei；然后，位于第三方的 k 个企
业做出其企业选址决定；最后一个阶段则是企业的生产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我们从第三个阶段开始来
分析该博弈模型的均衡。代表性消费者从消费商品 a 和 b 中获得个人效用，假设两个地区的消费者的个
人偏好是相同的，其效用函数形式如下：
2 , , 0, {1, 2}i i i iu a a b iλ γ λ γ= − + > ∈                                                      （1）
假设地区 i 的总税收 Ti 完全重新分配给居住在该地区的消费者，除了上述收入之外，消费者没有其他
收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利润由居住在第三个地区的资本持有者得到。因此，地区 1 和 2 的每个消费者
的预算约束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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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i iw T l b p a+ = +                                                                    （2）
其中，pi 是商品 a 在地区 i 的价格。最大化消费者的效用，可以得到消费者对商品 a 的需求函数：
2 i ia pλ γ− =                                                                        （3）
将每个消费者对商品 a 的需求加总即可得到整个市场对商品 a 的总需求 Ai：
( ) 2i i iA l pλ γ= −                                                                   （4）
n 个外部企业在进入地区 1 或 2 时都面临着相同而且固定的成本，假设这些成本非常之高以至于每个
企业只能在地区 1 或 2 设立一个工厂。假设在地区 1 和 2 现有 mi 个企业从事着产品 a 的生产，并且总共
雇佣了 li
a 个消费者进行生产；已有企业在新企业进入之前已经做好选址决定并且无法更改，并且其生产
的产品服务于地区 1 和 2 两个市场。沿用 Konrad & Kovenock（2009）的做法，假定当地区 1 和 2 的新进
入企业临近地区内原有的 mi 个生产企业时，其进入成本 c 会更低。因此，新进入企业的固定成本为：
a
i i iC c l lα β= − −                                                                     （5）
αli
a 度量了新进入企业从进入地区的同类企业总就业量中的获益，亦即进入地区同类企业集聚带来的
进入成本优势，即集聚经济中的“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y）；βli 度量了新进入企业从进入地
区所有各类企业总就业量中的获益，亦即进入地区总的经济集聚带来的进入成本优势，即集聚经济中的
“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y）。根据 Brander & Krugman（1983）提出的相互倾销模型（reciprocal 
dumping model），每家企业都会非合作性地选择在每个市场中销售的产品数量，因此，地区 i 的企业的税
前利润为：
( ) ( ) , {1, 2},i i ii j jip w a p w a i i jπ τ= − + − − ∈ ≠                                         （6）
其中，pi 是地区 i 的企业在本地区销售 a 产品的价格，pj 表示地区 i 的企业在地区 j 销售 a 产品的价格，
aii 表示地区 i 的企业在本地区销售 a 产品的数量，aji 表示地区 i 的企业在地区 j 销售 a 产品的数量。由于
存在运输成本，因此，地区 i 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售往地区 j 时，其边际成本要在工资成本 w 的基础上加上
运输成本 τ。结合式（4）的市场总需求 Ai，最大化式（6）的利润函数，可以得到地区 i 的生产企业在两
个市场的销售数量分别为：
aii ( )( ) ( )2 1ii i j jA l w n m n mλ τ γ= − + + + +  ；aji=lj ( )( ) ( )1 2 1ji i j ja l w n m n mλ τ γ= − − + + + +           （7）
其中， 1 2n n n= + ， 1 2m m m= + 。由此可得 a 产品在 1、2 两个市场上的均衡价格为：
( ) ( ) ( )1 ; ; , {1, 2}i j jp w n m n m n m i j i jλ τ = + + + + + + ≠ ∈                                （8）
将式（7）和（8）代入到式（6）即可得到地区 i 的企业的最优税前利润为：
2 2
2
( ) ( )
; ; , {1,2}
2 (1 )
i j j j j j
i
l w n m l w n m
i j i j
n m
λ τ λ τ
π
γ
   − + + + − − +   = ≠ ∈
+ +
                      （9）
在博弈模型的第二阶段，n 个新进入企业的税后利润为：
( ); {1,2}i i i iC tf e iπ∏ = − − ∈                                                          （10）
求解区位均衡 0i j∏ −∏ = 即可得到进入地区 i 的企业的均衡数量：
( ) 2*
2 2 2
( ) ( ) ( ) ( )( )
2 2 2 2
a
i j i j i j
i
t f e f e l l l l nn
l l l
ρ ρα φτ ρβ θ
τ τ τ
− − + − −
= − + + +
a －l b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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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 (1 ) 0n mρ γ= + + > ， 2( ) 0wφ λ τ= − − > ， 1 2l l l= + 是两个地区的总劳动力数量， i jh hθ ≡ −
度量地区 i 和地区 j 之间企业数量的初始差异，也体现了两个地区在集聚程度上的差异。式（11）中右边
的第一项体现了地方政府税收执法强度对新进入企业的抑制作用。
在博弈模型的第一阶段，地方政府非合作性地选择各自的最优税收执法强度来最大化本地居民的工资
收入与税收收入之和，即
( )( )i i i i iW tf e n m wl= + +                                                            （12）
将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对税收执法强度求导可得：
'( )( ) ( ) 0i i i i i iW e tf e n m tf e n e∂ ∂ = + + ∂ ∂ =                                           （13）
将式（11）的均衡数量代入到式（13）中即可得到地方政府的税收执法强度反应函数，其表达式如下
所示：
2( ) ( )( )1 ( )
2 2 2 2
 − + − +
= + + + 
  
a b
j i j i j
i
e l l l l l n me
k t t t
α τφ ρβ τ
ρ ρ
                              （14）
根据式（14）可得， 0i ie l∂ ∂ > ， 0
a
i ie l∂ ∂ > 。因而，经济集聚——不论是城市化经济（li）还是地方
化经济（li
a）——对本地区地方政府的税收执法强度都有正向的刺激作用，这是因为选址在集聚程度高的
地区的企业能够获得“集聚租”，从而降低了税收增加对于企业生产成本的负面影响，因此地方政府有
征收“集聚租”的冲动，进而提高了其税收执法强度。由此可以得到本文的第一个理论假说：
H1：一个地区的经济集聚对该地区地方政府的税收执法强度有正向的刺激作用，该刺激作用通过城
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两个途径产生作用。
此外，根据式（14）可得：
( ) 0i i je l l∂ ∂ − > ； ( ) 0i ix jxe l l∂ ∂ − >
a － li
b) >                                                 （15）
式（15）意味着，如果相对于其相邻地区，一个地区的“城市化经济”和“区位化经济”越高，那么
相对而言，该地区对于新进入企业而言吸引力更大。换而言之，如果相对于其相邻地区，一个地区的“城
市化经济”或是“地方化经济”足够大的话，那么新进入企业没有动机进入相邻地区，此时，该地区的
地方政府可以不考虑相邻地区的税收执法强度对新进入企业的影响而提高其自身的税收执法强度。因此，
我们提出了如下的第二个理论假说：
H2：如果一个地区相对于相邻地区的经济集聚程度越高，那么经济集聚对该地区地方政府的税收执
法强度的刺激作用就越大，反之亦然。
此外，在以“经济分权、政治高度集权”为特征的“中国式分权”下，各地区被赋予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
但在政治晋升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常常会通过税收手段展开经济竞争。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投资拉动
型经济下，地区间税收竞争的首要目标是通过招商引资来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因此，在政治晋升的激励
下，为通过吸引资本进入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的税收执法强度不仅受到该地区经济集聚的
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的影响，还会同相邻地区的税收执法强度高度相关，事实上，观察式（14）可以发现，
0i je e∂ ∂ >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的第三个理论假说：
H3：一个地区的地方政府税收执法强度与其相邻地区的地方政府税收执法强度高度相关，相邻地区
地方政府税收执法强度越低，该地区地方政府税收执法强度越低，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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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样本与数据
（一）实证模型与研究样本
为了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检验，我们构建如下的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 )
( )
1 2 3
4 5 1
it it it it ij jtj i
it ij jt it ij jt it itj i j i
taxen local urban local w local
urban w urban taxen w taxen X
α α α
α α λ β ε
≠
−≠ ≠
= + +
+ + + + +
∑
∑ ∑
              （16）
其中，taxenit 是地区 i 的地方政府在时期 t 的税收执法强度，local 度量了地方化经济，urban 度量了
城市化经济，λ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用以度量地区间税收竞争的方向和强度，wij（i ≠ j）为空间权重矩阵
W 中的第（i，j）个元素，用以度量地区 i 和地区 j 之间的空间邻近程度，wii=0，X 为控制变量向量，i 和
t 分别表征个体和时期。taxenit-1 是地区 i 在 t-1 期的税收执法强度同地区 i 在样本期内的税收执法强度均
值的差值，用以表征上一期税收执法强度同税收执法强度平均值的偏离程度。此外，我们还在模型中引
入了税收执法强度的滞后项，这是考虑到税收执法强度作为政府行为可能存在的惯性特征。εit 为随机扰
动项，考虑到遗漏的解释变量同样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我们对随机扰动项作如下设定：
it ij ij ij
j i
m uε ρ ε
≠
= +∑ ，uit=ηi+vit，vit : idd( 0, σv2 )                                             （17）
其中，mij（i ≠ j）为空间权重矩阵 M 中的第（i，j）个元素，ηi 用于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对于由式（16）-（17）
所构成的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本文采用 Kukenova & Monteiro （2008）所提出的系统 GMM 方法进行参
数估计。我们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是中国大陆地级市的数据，并剔除了四个直辖市数据；此外，由于西藏
拉萨的数据缺失严重，也予以剔除。因此，本文的样本包括 267 个地级市和 15 个副省级市，其中地级市
的范围是其下辖的区、县及县级市。出于数据获取方面的考虑，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是 1998-2007 年共 10
年的面板数据。
（二）变量选取与测度
1. 税收执法强度的测度
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学者在进行国际间税收比较的研究时指出，税收征管强度或是税
收执法强度可以由预期的税收收入与实际的税收收入之比来度量，即
*/taxen tax tax=                                                                   （18）
其中，tax 表示实际税收收入，tax* 表示预期税收收入，taxen 的取值越大，说明政府的税收执法强度
越大。但是，在式（18）中，预期税收收入是一个不可观测的变量，需要进行估算。现有研究在估算预
期税收收入时使用最广泛的方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基于回归的税收努力指数模型”。因此，
本文也采用该方法来估算中国各地区的预期税收收入。参照现有研究，我们通过引入各地区的 GDP、人
口密度、经济开放度、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城市化水平等因素来估算各地区的预期税收收入（彭
小静和邓明，2016）：
0 1 2 3 4 5 6 _it it it it it it it ittax GDP pd open ind inv urban pop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19）
其中，tax 是各地区的税收收入，GDP 为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pd 为人口密度，open 为经济开放度，
用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来度量，ind 为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来度量，inv 为
固定资产投资，urban_pop 为城市化水平，用非农业人口比重来度量。上述变量的数据来自于各年度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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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 集聚经济的测度
在很多文献中，城市化经济通常用非农就业人口的密度来表示（Ciccone & Hall，1996）。我们也采
用这种方法来度量城市化经济，具体计算公式为： 
urban=（非农就业人口数量 / 城市土地面积）                                     （20）
为了不使得该变量的估计值过小，我们将其单位设为：万人 / 平方公里，数据来自于各年度的《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对于地方化经济，我们首先挑选出每个地区中企业数量最多的三个四分位行业，然后
用每个地区企业数量最多的三个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行业总的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度量地方化经济，
具体公式为：
1 2 3
k l m
i i i
i k k k
i i ii i i
industry industry industry
local
industry industry industry
= + +
∑ ∑ ∑                                     （21）
其中，industry 表示四分位行业，下标 i 表示地区， 1
k
iindustry 表示地区 i 中企业数量最多的行业，其
所处的行业为行业 k，式（21）等号右边的后两个表达式与此类似。计算地方化经济所需要的数据来自于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3. 控制变量的选取
我们还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1）转移支付（tran）。由于征税具有成本，因此地方政府在为公共
支出融资时，更倾向于使用转移支付而非税收收入，因此转移支付的增加会降低地方政府的税收执法强
度（范子英，2011）。本文使用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来度量转移支付，所需数据来自于各年度的《中
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2）财政供养人口比重（fis_scale）。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是影响其税收执
法强度的重要因素，而财政供养人口则是地方尤其是一些贫困地区财政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考虑到不
同人口规模的省份其财政供养人口存在差异，我们选取财政供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度量财政供养人
口方面的压力，其中，财政供养人口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而总人口的数据来自
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4.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置
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所定义的“邻近”是一种广义上的“邻近”，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相邻。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源于当前的分权安排所带来的晋升激励及其产生的标杆竞争，
税收竞争多发生在经济发展状况相近或是行政等级相同的地区之间。因此，本文分别构建基于经济空间
的空间权重矩阵和基于行政空间的空间权重矩阵。其中，基于经济空间的空间权重矩阵 W1 设置如下：
( ) 11/ (1/ )
N
ij ij ijj
w D D
=
 =  ∑                                                     （22）
其中， ijD 为地区 i 和地区 j 之间的经济距离， 0iiD = ，对于经济距离的度量，我们采用如下的方式： 
| |i jijD GDP GDP= − ，其中 iGDP 表示地区 i 在样本年度里的 GDP 的平均值，该数据来源于各年度的《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此外，我们的研究样本包括 267 个地级市和 15 个副省级市，地级市和副省级市之间
在行政级别上存在差别，因此，在寻找参照目标时也会有所针对，因此，我们设定如下的空间权重矩阵
W2：如果地区 i 和地区 j 均为副省级城市或者地区 i 和地区 j 处于同一省份之内，则 wij=1，其他情形是，
取 wi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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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基准回归
基于 Kukenova & Monteiro （2008）提出的系统 GMM 方法，我们对式（16）中的参数进行了估计，
表 1 报告了基于两种空间距离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哪种集聚经济都没能有效改变地方政府的
税收执法强度，这与钱学峰等（2012）的研究结论是不同的。但是，表 1 中变量 local/W1·local 和 urban/
W1·urban 的估计结果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当一个地区的经济集聚水平高于其经济“相邻”地区的经济集
聚水平时，地方政府会提高其税收执法强度，亦即对经济集聚征收集聚租，从而说明假说 2 在中国地区
层面是存在的；但是，local/W2·local 和 urban/W2·urban 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行政上“相邻”地区的
经济集聚水平不会对本地区政府的税收执法强度产生影响。由此可见，中国的地方政府不会针对该地区
的绝对经济集聚改变税收执法强度，而是会比照本地区的经济集聚水平与“相邻”地区的经济集聚水平
而策略性地改变税收执法强度。换而言之，地方政府不会对“绝对集聚”征收集聚租，但是会对“相对
集聚”征收集聚租，而且，这种“相对集聚”建立在经济空间上的“相邻”之上。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经济距离 行政距离
constant
1.084***
（0.098）
1.095***
（0.094）
local
-0.170
（0.303）
-0.171
（0.315）
urban
0.004
（0.007）
0.004
（0.008）
local/W1·local
0.025***
（0.007）
urban/ W1·urban
0.007*
（0.004）
W1taxen
0.163***
（0.059）
local/W2·local
0.001
（0.005）
urban/ W2·urban
0.002
（0.020）
W2taxen
0.201***
（0.050）
tran
-0.015*
（0.008）
-0.015*
（0.009）
fis_scale
0.161***
（0.040）
0.161***
（0.040）
taxen（-1）
-0.082***
（0.022）
-0.081***
（0.018）
N 1806 1806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注：（1）估计量下方括号中为参数估计量的标准差；*、**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2）W1 表示基于经济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W2 表示基于行政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3）taxen（-1）为式（16）中的 taxeni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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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的估计结果还表明，基于经济距离的空间自回归系数的估计结果为 0.163，基于行政距离的空
间自回归系数的估计结果为 0.201，两者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一个地方的政府税收执法强
度会受到与其经济上或行政上“相邻”地区的政府税收执法强度的影响。因此，不论是基于经济距离还
是基于行政距离，假说 3 在中国地区层面都是成立的。此外，表 1 中 taxen（-1）的系数估计结果为负，
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地方政府的税收执法强度呈现出显著的高低交替特征，上一年份的高
税收执法强度通常伴随着下一年份的低税收执法强度，因为上一年度的高税收执法强度会降低政府的财
政压力，因此在下一年度，通常会适时地降低税收执法强度。
（二）基于改变税基的稳健性检验
在式（19）中，我们引入了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控制税基对一个地区预期税收收入的作用。但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就是将原有的税务局拆分成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在机构
管理上，国家税务局实行垂直管理模式。因此，地方政府对国税征收的影响有限。由于国税收入主要来
自于增值税，而增值税的税基则主要对应着第二产业。因此，类似于胡祖铨等（2013）的处理方式，我
们将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从式（19）右边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剔除，再对式（19）进行估计，并在此
基础上重新估算地方政府的税收执法强度，进而对式（16）进行再次估算，以检验前文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表2　稳健性检验
基于改变税基的稳健性检验 基于所得税实际税率的稳健性检验
（1）经济距离 （2）行政距离 （3）经济距离 （4）行政距离
constant
0.674***
（0.027）
0.684***
（0.030）
0.052***
（0.013）
0.055***
（0.009）
local
-0.087
（0.074）
-0.083
（0.315）
0.014
（0.025）
0.015
（0.025）
urban
0.011
（0.059）
0.011
（0.061）
0.046
（0.037）
0.050
（0.039）
local/W1·local
0.059***
（0.011）
0.030**
（0.015）
urban/ W1·urban
0.038**
（0.002）
0.017*
（0.009）
W1taxen
0.098***
（0.025）
0.133**
（0.066）
local/W2·local
0.003**
（0.002）
0.038***
（0.011）
urban/ W2·urban
0.000
（0.005）
0.027**
（0.013）
W2taxen
0.104**
（0.049）
0.089*
（0.054）
tran
-0.030***
（0.006）
-0.030***
（0.006）
-0.059***（0.017）
-0.058***
（0.017）
fis_scale
0.180***
（0.038）
0.181***
（0.038）
0.108***（0.024）
0.110***
（0.027）
taxen（-1）
-0.075**
（0.037）
-0.075**
（0.004）
-0.114*（0.059）
-0.109*
（0.058）
N 1806 1806 1806 1806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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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的列（1）和（2）给出了上述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将之与表 1 对比可见，解释变量的方向和显
著性水平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个别解释变量的大小和显著性水平有所变动，主要的变动是，local/
W2·local 的系数为正，且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当一个地区的“地方化经济”高于其行政上“相
邻”的地区时，会对“地方化经济”征收集聚租。
（三）基于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的稳健性检验
式（18）表明，税收执法强度可以由实际税收收入同预期税收收入的比值来表示，如果我们在式（18）
右边的分子和分母同时除以税基，那么，税收执法强度可以表示为实际税率和名义税率的比值。由于各
地方的名义税率是相同的，因此，税收执法强度与实际税率是成正比例的。虽然没法获取中国地区层面
的税率数据，但一些文献通过企业的税收数据合成了地区层面的实际税率（龙小宁等，2014）。因此，
我们也使用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的税收数据来合成地级市层面的实际税率。在分税制改革
后，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地方税务机关来调整税收执法强度，由于地方税务局只负责征收地方企业的所得
税和营业税，因此，我们使用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所得税来合成地区层面的企业所得税
实际税率，以此作为地方政府税收执法强度的表征指标。具体合成方式为：首先计算出每个地级市中所
有工业企业每一年的企业所得税总额和利润总额，然后将地级市层面的所得税总额除以利润总额，即可
得到每个地级市在每一年度的所得税实际税率。表 2 中的列（3）与（4）给出了上述回归分析的结果，
我们发现，该结果与表 1 和表 2 中列（1）和（2）的结果差异不大，唯独变化的是 urban/ W2·urban 的系
数显著为正，说明当一个地区的“城市化经济”高于其行政上“相邻”的地区时，地方政府会对“城市
化经济”征收集聚租。
（四）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影响
在本文样本所处的时期内，中央政府还进行了一项重要的财税改革，那就是 2002 年的所得税分享改
革。在 2002 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之前，除中央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外，其他企业的所得税均由地方税
务局负责征收（范子英和田彬彬，2013）。2002 年，中央政府将原本属于地方税的企业所得税划为中央
和地方共享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2002 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时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
刀切”的做法：在 2002 年之前成立的企业的所得税依然由原有征收机构征收，但在 2002 年之后新成立
企业的所得税一概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在所得税分享改革之后，如果地
方政府降低对 2002 年之前成立企业的税收执法强度，那么地方政府承担的损失将降低为原来的 40%，另
外 60% 则由中央政府承担，因此，地方政府通过降低税收执法强度来进行税收竞争的成本将会降低（范
子英和田彬彬，2013）。因此，我们猜测，在 2002 年之后，随着税收竞争成本的降低，地方政府依据“相
邻”地区的税收执法强度以及本地区的相对经济集聚水平来调整税收执法强度的动机会更强。因而，我
们对体现征税行为策略特征的因素（即经济集聚的相对水平和相邻地区的税收执法强度）乘以 2002 年这
个虚拟变量，构建如下的模型对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可能作用进行检验：
( ) ( )
( ) ( )
( )
1 2 3 4
5 1 6 2002 7 2002
8 2002
it it it it ij jt it ij jtj i j i
it it ij jt it ij jtj i j i
ij jt ij jt it itj i j i
taxen local urban local w local urban w urban
taxen local w local D urban w urban D
w taxen D w taxen X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λ β 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其中，D2002 为年度虚拟变量，2002 年之前为 0，2002 年及其之后为 1。此外，在加总得到各地区企
业所得税实际税率时，我们剔除了所有中央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在 2002 年之后（含 2002 年）成立的企业。
式（23）的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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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所得税分享改革的作用检验
经济距离 行政距离
constant
0.043***
（0.012）
0.048***
（0.017）
local
0.028
（0.037）
0.036
（0.033）
urban
0.007
（0.012）
0.009
（0.016）
local/W1·local
0.043***
（0.011）
urban/ W1·urban
0.026**
（0.012）
W1taxen
0.206***
（0.058）
（local/W1·local）·D 2002
0.010**
（0.005）
（urban/ W1·urban）·D 2002
0.004*
（0.002）
（W1taxen） D 2002
0.087**
（0.040）
local/W2·local
0.015**
（0.007）
urban/ W2·urban
0.034*
（0.019）
W2taxen
0.163**
（0.081）
（local/W2·local）·D 2002
-0.075
（0.062）
（urban/ W2·urban）·D 2002
0.021
（0.017）
（W2taxen）·D2002
0.052***
（0.010）
tran
-0.079***
（0.022）
-0.073***
（0.021）
fis_scale
0.143***
（0.040）
0.138***
（0.041）
taxen（-1）
-0.152*
（0.082）
-0.157*
（0.081）
N 1806 1806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在引入的交叉项中，我们发现，local/W1·local、urban/ W1·urban 和 W1taxen 三个变量同 D2002 的交
叉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而 local/W2·local、urban/ W2·urban 和 W2taxen 三个变量同 D2002 的交叉项系数中，
只有 W2taxen 同 D2002 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考虑到经济集聚相对水平以及相邻地区所得税税率对本地
区所得税税率的作用系数均显著为正，因此，2002 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显著提高了地方政府征税强度的
策略互动，这一点不论是基于经济距离还是行政距离都是成立的；而经济集聚相对水平对征税强度的影
响在所得税分享改革前后的变化则依赖于我们对空间权重矩阵的设置。总体而言，这一结果验证了我们
前面对所得税分享改革可能作用的猜测，而该猜测源于前文的假说 2 和假说 3，因此，实际上，我们利用
2002 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也再次证实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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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束语
本文构建一个基于税收执法强度的多阶段博弈模型，从理论上研究了以“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
为主要特征的集聚经济对中国地方政府税收执法强度的影响。为了验证本文的理论假说，我们基于 1998-
2007 年的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宏观以及微观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经济集聚对地
方政府税收执法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地方政府不是依据绝对的经济集聚水平、而是依据
相对的经济集聚水平来征收集聚租。 第二，地方政府间的税收执法强度呈现显著的地区间策略互动，不
论是经济空间上“相邻”地区还是行政空间上“相邻”地区的地方政府税收执法强度的提高，都会显著
提高本地区的政府税收执法强度。我们通过改变政府税收执法强度的度量方式以及考察所得税分享改革
可能带来的影响，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
我们的研究表明，经济集聚这一市场手段在协调地方政府的征税行为上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地方
政府并没有因为经济集聚力的提高而提高税收执法强度，地区间的税收竞争也没有因为集聚经济的存在
而消失，反而还会存在基于相对集聚水平的策略性征税行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地方政府手
中掌握的策略性税收手段非常之多，各地区的实际税率与中央确定的统一的名义税率之间差异较大，税
收这一行政手段对企业选址的影响大过了经济集聚这一市场力量对于企业选址的影响。针对这样的现状，
我们的建议是：第一，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征税行为的稽查力度，规范地方税务机构的征税行为，
弱化地方政府决定实际税率的操作空间；第二，进一步减少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并对现存的区域性税
收优惠政策进行规范，规范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变相税收优惠手段；第三，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
速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降低要素在地区间流动的成本，从而提高经济集聚力对要素流动的影响，使
得市场成为影响要素分布的基础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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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ffect Tax Enforcement of 
China’s Local Governments? 
Deng Ming
Abstract: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faced with the significant task of standardizing tax competition and 
guiding tax enforcement of local government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step game model based on tax 
enforcement to research the impact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on tax effort. Utilizing data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1998 to 2007，we estimate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 by the dynamic spatial panel data model. Our 
study shows that，local governments tax on agglomeration according to relative economic agglomeration levels 
instead of absolute economic agglomeration levels. Further，local governments’ tax enforcement would be 
strengthened by the improvement of tax enforcement of other adjacent regions either from economic space or from 
administrativ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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